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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构建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

算 2009—2019年我国西部地区子系统发展指数及系统耦合协调度，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模型与 ArcGIS软件从

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协调度情况。研究发现：我国西部地区人口、环境与经济发展指数稳定提升，资源发展指

数有较大波动。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优化，从 2009 年部分地区濒临失调衰退，到 2019 年多数地区达到初级与中级耦

合协调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其他子系统发展是制约其协调度提升的主要因素。全局 Moran’sI 体现出西部地

区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高—高集聚主要位于陕西、四川与云南一带，低

—低集聚位于甘肃、宁夏、新疆和青海地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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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后，发展条件的深刻变化伴随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新型城镇化是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1]。区域人口、

资源、环境与经济作为城镇化的重要因素，在政府和市场的调节作用下重新配置，加快了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人口作为社会生产

生活的主体，在消耗资源的同时，也通过自身掌握的科学技术，汇聚劳动力发展经济。但是，人口过多将导致人均资源占有量减

少，物质财富消耗过大，影响到生态环境，继而制约经济发展。资源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资源

的利用效率，彼此之间相互影响。西部地区因其独特的地质构造、气候条件及地理位置，成为我国重要的资源储备区和生态屏

障，为中部、东部地区提供原材料和能源，同时也承接了其他地区的产业转移。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经济发展取得了

显著成就，是我国近几年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区域板块，但其生态环境脆弱、自然条件恶劣、资源开发依赖性强，环境问题的涉外

性、内部性显著。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系统(下文简称 PSEE 系统)的协调发展，不仅影响到新型城镇化建设[2]，也是新型城

镇化背景下经济发展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当前，我国西部地区 PSEE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如何?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时

空演化视角下四者耦合协调水平如何变化?本文围绕以上问题展开研究，期望为促进四者之间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价值。 

国内外学者关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之间的关系研究已有较大建树。从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来看，Grossman & Krueger[3]

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Panayotou[4]验证了环境污染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倒“U”型关系；李鹏涛[5]、夏勇和钟茂初[6]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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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省级和市级层面的 EKC 曲线进行了实证检验；任祁荣和于恩逸[7]、刘波等[8]分别对甘肃省和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

调水平进行了测算，都得出了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处于稳步上升趋势。就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而言，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不利于人

均收入增加，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否定了马尔萨斯的理论。Matteo & Uwe
[9]
、d’Albis等

[10]
分析了众多因素导致的人口变化与

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王金营和刘艳华[11]提出人口回旋空间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并指出未来中国人口负增长情况下经济发展的

新路径；宋书杰和陆旸[12]总结了我国人口与宏观经济发展的演进历程，归纳出学者研究的重点逐渐从人口总量转移至人口结构

和人口红利；雎党臣等[13]、史桂芬等[14]分别就人口结构转变、人口红利和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测度。关于多系统发

展关系的研究，童玉芬和刘长安[15]测算了北京市人口、经济和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结果表明：系统间协调度指数逐年提

升，但整体水平仍然不高；段永蕙等[16]测算了 2004—2014 年山西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结果显示：系统协调

度整体水平较低，并且稳定性差，资源环境发展相对滞后；刘承良等[17]建立了武汉都市圈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评价指标体

系，对耦合协调的时空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系统协调度指数剧烈波动，但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空间聚集性明显；刘建

华等[18]测算了黄河下游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和谐发展水平，结果表明：黄河下游各城市和谐发展水平具有空间相关性，高水

平集聚区的空间分布主要以郑州和济南为中心。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本文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仍存在需深入研究的问题：第一，当前比较侧重于经济与环境协调、

经济与人口协调的分领域研究，三系统耦合协调研究也不多见，缺乏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系统耦合作用的实证研究，特别

鲜有基于时空视阈下探究四系统的耦合协调演化规律。第二，国内的研究多集中于国家、某一省份或城市圈范围，而西部地区作

为我国三大板块之一，其战略地位尤为重要，因此对于西部地区四系统协调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鉴于此，本文以西部地区 11

个省份(因西藏地区数据部分缺失，本文暂不研究)为研究对象，建立 PSEE系统指标评价体系，通过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探索

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模型对西部地区 2009—2019 年四大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水平及空间分异特征展开研究，以

期为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系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1 机理分析、指标体系、研究方法 

1.1PSEE 系统耦合协调机理分析 

耦合协调发展被理解为“耦合”“协调”与“发展”三者之间的结合体，是系统与要素之间配置合理，由无序到有序、由低

级协调状态到高级协调状态的演化过程[19]。 

 

图 1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机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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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相互作用关系表现为：人口子系统包括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是社会生

产活动的主体，对资源与生态环境有着依赖性。资源子系统(本文指自然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原材料和能源，但无休止地开采资

源，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可通过研发可再生资源和有序开采提高资源存量。环境子系统是人类生存的载体，环境与

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冲突与协调的关系，一方面人们错误的开采方式改变了环境的状态和构成，工厂废物排放的处理不当对生

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另一方面人们积极发布政策、措施，挽救生态环境。经济子系统包括人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流转和

分配，主要包括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通过科技创新能够提高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对于环境的损害。虽然经济系

统能够满足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但消费后的商品没有消失，而是转换成其他形式的物质和能量，包括对环境产生污染的垃

圾。综上，PSEE系统内部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其系统之间反馈机制流程如图 1所示。 

1.2 指标体系构建 

指标选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将直接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参照已有相关研究成果[20,21,22,23]，构建 PSEE 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

标体系(表 1)。本文研究年限为2009—2019 年，相关所需原始数据来自各省份统计年鉴、生态环境公报、《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对于个别缺失数据利用线性插补计算。 

1.3 研究方法 

1.3.1 综合发展评价模型 

(1)标准化处理。 

考虑到不同指标之间量纲不同，无法直接进行比较，因此，对指标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将所有数据按照指标划分为初始矩

阵 X=(xij)mn，i=1,2,…,m，m代表研究区个数；j=1,2,…,n，n代表指标个数。正向指标与负向指标无量纲公式见公式(1)和(2)，

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区间为[0,1]，为消除去量纲后数据为 0对熵权法对数取值的影响，本文对取 0数据加上0.05。 

 

(2）指标权重确定。 

首先计算各项评价指标的信息熵 Ej，即：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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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权 Wj的计算公式为： 

 

(3)系统综合水平测算。 

表 1西部地区 PSEE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测量维度 评价指标 指标熵权 

人口子系统(U1) 

人口规模 

年末人口总量/万人 0.1500 

人口自然增长率/% 0.0393 

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 0.2558 

人口结构 

人口性别比/% 0.0441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0.0756 

城镇化率/% 0.0528 

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0.0640 

人口质量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0.0446 

万人医生数/人 0.0879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人 0.1081 

恩格尔系数/% 0.0778 

资源子系统(U2) 

资源条件 

人均水资源量/(立方米/人) 0.2875 

人均耕地面积/公顷 0.2134 

森林覆盖率/% 0.2004 

资源利用 

单位 GDP水耗/(立方米/万元) 0.0149 

单位 GDP能耗/(吨标准煤/万元) 0.0371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吨标准煤/万元) 0.0562 

资源质量 

能源生产弹性系数 0.0197 

电力生产弹性系数 0.0609 

亩均粮食产量/(吨/公顷) 0.1101 

环境子系统(U3) 环境质量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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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人) 0.1231 

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吨/公顷) 0.1308 

环境污染 

工业 SO2排放量/万吨 0.1122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 0.0284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 0.0678 

环境治理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0.1259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0473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 比重/% 0.2271 

城市污水处理率/% 0.0459 

经济子系统(U4) 

经济水平 

人均 GDP/元/人 0.0875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元/人 0.094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0.1988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0.1193 

经济结构 

第一产业比重/% 0.0705 

第二产业比重/% 0.0362 

第三产业比重/% 0.0398 

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依存度/% 0.1085 

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万美元 0.2454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计算公式为： 

 

1.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模型在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应用，但对于模型的应用存在大量的误解和误用现象，本文借鉴姜磊等
[24]
的研究成果，选

取耦合度(C)和耦合协调度(D)模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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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为 PSEE 系统耦合度协调度指数，T为 PSEE系统综合协调指数，T∈[0,1]。本文认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子系

统重要程度相同，因此待定系数α、β、γ、δ取值均为 1/4。参照相关研究[25,26]，对PSEE 系统耦合协调等级进行划分，见表

2。 

表 2西部地区 PSEE系统耦合协调等级评价标准 

所处阶段 耦合协调度 协调水平 

失调衰退 

(0,0.10] 极度失调衰退 

(0.10,0.20] 严重失调衰退 

(0.20,0.30] 中度失调衰退 

(0.30,0.40] 轻度失调衰退 

过渡调适 

(0.40,0.50] 濒临失调衰退 

(0.50,0.60] 勉强耦合协调 

(0.60,0.70] 初级耦合协调 

协调发展 

(0.70,0.80] 中级耦合协调 

(0.80,0.90] 良好耦合协调 

(0.90,1.00] 优质耦合协调 

 

1.3.3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模型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模型可以判断出 PSEE系统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布特征，主要包括全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I)和局

部莫兰指数(Local Moran’sI)，全局莫兰指数取值范围为[-1,1]，若其大于 0代表正相关，表现为不同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在空

间上具有依赖性；小于 0表示负相关，表现为相异属性值聚集在一起；局部莫兰指数为正说明某地区的高值或低值(耦合协调度)

被周围的高值或低值所包围，局部莫兰指数为负说明某地区的低值或高值被周围的高值或低值所包围。相关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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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2表示得分方差。Wij表示空间权重，当地区 i与地区 j相邻时，Wij=1；若地区 i与地区 j不相邻，Wij=0。Di与 Dj为空

间区域单元 i与 j的属性值，D表示属性值均值。 

2 实证结果分析 

2.1 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综合发展的时空特征 

利用综合评价模型测算西部地区 PSEE 系统内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从图 2 可知，环境发展指数相对较高，由 2009 年的

0.43 上升至 2019 年的 0.59，年均增长率为 3.2%，在 2017年首次出现下降，未来仍有上升趋势。人口发展指数紧随其后，研究

时限内可以分为急剧上升—平稳过渡两个阶段，2009 年、2019年人口发展指数分别为 0.33、0.53，年均增长率为 4.8%，在 2018—

2019 年内的增速高于年均增长率，略微呈现“翘尾”趋势。资源发展指数上下波动明显，整体增长水平较低，从2009年的 0.33

提升至 2019 年的 0.39，在 2011 年、2015—2016 年、2019 年均出现了下降的现象，侧面反映了西部地区对于资源利用不够科

学，资源发展质量仍有待提高。经济发展指数在四大系统中处于较低水平，但其增速最快，从 2009 年的 0.15 到提升至 2019 年

的 0.37，增长了 0.22，年均增长率为9.1%，2009—2010 年增速较慢，此阶段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的恢复期，引致实际利用外

资与对外开放程度受到影响。经济发展指数的逐步增长，体现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意义，促使西部地区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

展，经济实力大幅提升。 

 

图 2 2009—2019 年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变化情况 

从 2009—2019年西部地区分省份人口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来看(图 3a)，重庆处于“一枝独秀”的局面，陕西和四川紧随其

后。在研究时限内，西部地区各省份人口发展指数排名没有发生变化，2009—2014 年，人口发展指数年均增长率最快的依次是

青海、贵州和云南，而重庆和陕西则增长缓慢。2014—2019 年，人口发展指数年均增长率最快的依次是云南和贵州，内蒙古与

重庆增速较慢，两段时期内各省份人口发展指数年均增长率均呈现不同程度下滑，内蒙古与甘肃年均增长率下降幅度较大，分别

下降了 5%与 4.4%。2019年，重庆人口发展指数仍然保持着绝对优势，但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贵州与广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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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的人口发展指数正逐步接近。 

2009—2019年，各省份资源发展指数之间差距明显(图 3b)，整体上以云南、青海、四川为第一梯队，广西、贵州、内蒙古、

陕西为第二梯队，重庆、甘肃、新疆、宁夏为第三梯队形式发展。2009—2014 年，内蒙古资源发展指数增长最为迅速，从0.35

增长到了 0.47，年均增长率为 6.5%；其次是甘肃、广西与云南，分别增长了 0.07、0.10 与 0.11，在此期间，新疆与青海资源

发展指数略有下降。2014—2019 年，重庆、广西、四川与云南资源发展指数均有所下降，四川下降幅度最小。而青海资源发展

指数增幅最大，从 2014 年的 0.44 增长到了 2019 年的 0.52，在 2019 年，青海资源发展指数超过云南，内蒙古紧随其后，各省

份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 

由图 3c可知，西部地区各省份环境发展指数整体水平不断提升，但各省份之间仍有显著差异。2009年，重庆环境发展指数

最高，达到了 0.62，其他省份之间差距较小，差异维持在 0.2 以内。截至 2014 年，内蒙古环境发展指数从 0.39 提升到 0.65，

与重庆仅相差 0.02。此外，甘肃、贵州、新疆的环境发展指数也提升迅速，分别增加了 0.15、0.14、0.16，而云南环境发展指

数则略微下降。2019 年，环境发展指数差异性开始显现，以重庆、内蒙古为首，贵州紧随其后，体现出不同省份对环境治理的

重视程度和强度有所差异。 

由图 3d可知，2009—2019 年西部各省份经济发展指数呈现上升态势，2009 年各省份间差异性较小，但整体处于较低水平。

至 2014 年，重庆经济发展指数突飞猛进，从 0.17 增长至 0.41，四川其次，从 0.19增长至0.38，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指数仍维持

较低差异。2019 年，四川经济发展指数超越重庆达到0.58，甘肃、内蒙古、宁夏、新疆增长较为缓慢，年平均增长率持续走低，

而贵州、广西、云南则处于稳定增长阶段，但区域之间的差异性逐渐增大。 

 

图 3西部地区分省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综合发展水平 

2.2 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运用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 2009—2019 年西部地区 PSEE 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根据上文给出的判定条件，对其结果

进行分析。由表 3可以看出，2009年，西部地区 PSEE 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所处阶段为过渡调适，表明各地区四系统之间相互作用

明显。耦合协调度最高的为重庆，达到 0.607，重庆作为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工业结构逐渐向高端化、集群化发展，生产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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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迅速，是其耦合协调度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甘肃与新疆耦合协调度分别为 0.461 与 0.496，协调水平处于濒

临失调衰退状态，两地经济发展与其他地区相比较为落后，农业与工业产业比重较大，资源、环境保护意识欠缺，导致耦合协调

度较低。其他地区均处于勉强耦合协调状态，对比各地区子系统综合发展情况，多数地区 2009年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其他子系

统发展水平。 

至 2014 年，西部地区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均有所提升，重庆率先突破 0.700 大关，达到中级耦合协调状态。除甘肃、青海、

新疆为勉强耦合协调外，其他地区均达到初级耦合协调状态。甘肃耦合协调度较低，主要由于其脆弱的生态条件和落后的基础设

施建设制约了经济发展，从而致使自身协调度水平增速缓慢。青海因人口发展指数滞后导致其耦合协调度较低，地广人稀的人口

特征对青海发展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新疆地区土地面积广阔，区内人口与经济集聚性差异较大，科创人才和经济主导产业主要集

中在乌鲁木齐市与克拉玛依市，两市在区内经济增长极作用并不显著，经济基础薄弱间接导致了协调度较低。耦合协调度增长幅

度最大的为内蒙古，通过不断提高外贸开放程度、融入“一带一路”经济带，内蒙古经济得到了跨越式发展，未来仍然需要依托

与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合作基础，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现代经济。 

至 2019 年，西部地区PSEE系统耦合协调度提升显著。其中，重庆、内蒙古、陕西、四川实现了中级耦合协调，从发展趋势

来看，四川与重庆即将达到良好耦合协调状态。在研究时限内，以重庆为增长极，显著地带动了周边地区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

如四川、陕西、贵州的快速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重庆与四川已经脱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随着教育质量的不断提

高，以及产业生态化的逐步推进，两地区支柱产业已转变以高新技术为主的现代化数字产业，而其他部分地区虽然达到协调阶

段，但经济水平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人才培养、新型城镇化建设与重庆和四川仍有一定差距。整体来看，

西部地区 PSEE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呈现出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由 2009 年的濒临失调衰退到 2019年的中级耦合协调，实现了系

统间的不断优化，多数地区制约其协调度提升的主要因素为经济发展指数滞后。 

表 3西部地区 PSEE系统耦合协调度及类型 

省份 

2009 年 2014 年 2019 年 

D 所处阶段 协调水平 D 所处阶段 协调水平 D 所处阶段 协调水平 

重庆 0.607 过渡调适 初级耦合协调 0.706 协调发展 中级耦合协调 0.742 协调发展 中级耦合协调 

甘肃 0.461 过渡调适 濒临失调衰退 0.562 过渡调适 勉强耦合协调 0.602 过渡调适 初级耦合协调 

广西 0.547 过渡调适 勉强耦合协调 0.642 过渡调适 初级耦合协调 0.688 过渡调适 初级耦合协调 

贵州 0.510 过渡调适 勉强耦合协调 0.605 过渡调适 初级耦合协调 0.677 过渡调适 初级耦合协调 

内蒙古 0.554 过渡调适 勉强耦合协调 0.675 过渡调适 初级耦合协调 0.717 协调发展 中级耦合协调 

宁夏 0.515 过渡调适 勉强耦合协调 0.601 过渡调适 初级耦合协调 0.617 过渡调适 初级耦合协调 

青海 0.526 过渡调适 勉强耦合协调 0.588 过渡调适 勉强耦合协调 0.649 过渡调适 初级耦合协调 

陕西 0.590 过渡调适 勉强耦合协调 0.651 过渡调适 初级耦合协调 0.700 协调发展 中级耦合协调 

四川 0.567 过渡调适 勉强耦合协调 0.665 过渡调适 初级耦合协调 0.738 协调发展 中级耦合协调 

新疆 0.496 过渡调适 濒临失调衰退 0.584 过渡调适 勉强耦合协调 0.621 过渡调适 初级耦合协调 

云南 0.544 过渡调适 勉强耦合协调 0.637 过渡调适 初级耦合协调 0.693 过渡调适 初级耦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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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分析 

运用 GeoDa 软件测算 2009 年、2014 年和 2019 年我国西部地区 PSEE 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全局 Moran’sI(采用地理距离构建

空间权重矩阵)。结果显示，2009年、2014 年和 2019 年的全局Moran’sI 分别为 0.220、0.074、0.480，表明我国西部地区 PSEE

系统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从数值上理解，虽然研究地区之间的空间相关性有较大波动，但整体呈现出逐步增强的

发展趋势。全局Moran’sI只能从整体上反映我国西部地区 PSEE 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关联特征，但不能体现出各地区之间的

集聚类型，因此本文选取三个研究断面来探究研究区域 PSEE系统耦合协调度的集散和演化特征。可将其集聚类型分为四类：第

一象限为高—高集聚(HH)、第二象限为低—高集聚(LH)、第三象限为低—低集聚(LL)、第四象限为高—低集聚(HL)。为便于考察，

应用 ArcGIS10.5 软件绘制其集聚图，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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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耦合协调度集聚图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19)1825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1)高—高集聚。 

位于高—高集聚类型的区域在三个研究断面较为稳定，主要分布在陕西、四川、云南一带，广西在 2009年同样处于高—高

集聚区，由于其与贵州协调度水平间存在高低差异，从 2014年便脱离了高—高集聚地区。该类型地区自身协调度水平较高，周

边地区的协调度同样处于较高水平。云南借助第三产业优势、合理的产业结构以及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使PSEE 系统耦合协

调度不断攀升。高—高集聚类型的区域主要以四川为中心，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支撑，经济发展迅速，对周边地区起到了明显

的辐射作用。陕西近年来碳排放强度持续降低，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新进步，凭借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陕西社会经

济和生态环境均呈现向好发展趋势，为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2)低—高集聚。 

位于该集聚类型的地区较少，具体表现为区域自身耦合协调度较低，但是周边区域的耦合协调度拥有较高水平。贵州始终处

于该集聚类型，其原因可能为：独特的地理位置限制了 PSEE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提升，贵州位于云贵高原东部斜坡地带，山高坡

陡，人多地少，常年的垦殖使得贵州石漠化严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此外，贵州经济基础薄弱，水陆交通不便，虽然境内煤炭、

铝土、重晶石等矿产资源丰富，但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可取，未来发展重心应集中在大数据、现代旅游业等产业。青海在

2014 年也位于低—高集聚区域，由于其第一产业就业人数较多，农业现代化水平不足，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产业结构

合理化程度较低，经济和人口发展指数滞后是制约其耦合协调度提高的主要因素。因此，青海与贵州应充分借助与四川邻接的地

理区位优势，发展自身特色产业的同时，利用四川高协调度的辐射效应带动自身协调水平的提升。 

(3)低—低集聚。 

低—低集聚类型表现为自身耦合协调度较低，周边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也处于低水平状态。位于此类型的区域主要为甘肃、宁

夏、新疆和青海，除青海在 2014年为低—高集聚外，该类型的地区数量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甘肃、宁夏、新疆和青

海四地相邻，与我国发达地区距离较远，无明显的区位优势，虽然自身资源丰富，但由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对资源利用效率较

低，并且多以自身传统的资源型产业为主，产业结构不平衡，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协调度水平较低。因此，甘肃、青海与宁

夏应建立与周边地区的合作机制，拓展产业链的升级与延伸，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产业布局的合理性；新疆应在资源环境承载

力阈值内，向集约高效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人民的环保意识。 

(4)高—低集聚。 

高—低集聚类型表现为自身耦合协调度较高，但周边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较低水平。2009 年，重庆、内蒙古为该集聚类

型区域，2014年、2019年，广西也加入高—低集聚类型。近年来重庆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扩大，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化，逐渐摆脱

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有效提高了城市环境质量，PSEE 系统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内蒙古经济

发展迅速，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也越加重视，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背景下，内蒙古应加强与邻近地区的经济合作，加强自

身经济一体化建设，缩小自治区域内的经济差距。广西与东盟国家有陆地接壤，近年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增强与东盟的区域

合作，在促进自身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不断推动着边境建设新格局的形成。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西部地区 PSEE 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着正向空间相关性，邻近区域的协调度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高协调度地区的空间集聚现象明显，低协调度区域也呈现出集聚现象，具体表现为“大连片、小散落”的集聚特征。四川作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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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度地区，其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明显，未来对于低—低集聚地区的扶持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 

3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构建了西部地区 PSEE 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模型分别

测算和研究了 PSEE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状态及其空间集聚类型，并从时间与空间角度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

下： 

第一，我国西部地区人口、环境与经济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经济发展指数最低，但其年均增长率最高，资源发展

指数有较大波动，发展缓慢，侧面反映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依赖于资源的过度索取。重庆在人口、环境与经济发展指数方

面有较大优势，云南在资源发展指数方面有较大优势，内蒙古和四川为研究区域单元中各子系统均显著提升的地区。 

第二，从时间维度分析，西部地区 PSEE 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优化，各省份协调状态不断提升，从2009 年部分地区濒临失

调衰退、协调度水平偏低，到 2019 年多数地区达到初级与中级耦合协调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其他子系统发展是制约其协

调度提升的主要原因。 

第三，从空间维度分析，全局 Moran’sI 体现出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存在着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并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异现

象。高—高集聚主要位于陕西、四川与云南一带，低—低集聚位于甘肃、宁夏、新疆和青海地区。2009—2019 年，地区之间的

集聚类型趋于稳定，这种空间集聚类型的稳定性是城市历史基础、地理位置、政策规划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耦合、相互影

响的结果。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转变生产方式，实现经济发展与低效利用资源之间的脱钩联系。由上文分析可知，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依赖于对

资源的索取，因此，实现经济发展与低效利用资源之间的脱钩联系有助于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甘肃、新疆、宁夏等地资源

与经济发展指数较低，生态环境脆弱，应着力打造生态城市，发展旅游产业，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对于环保基础设施的建

设。生态涵养区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应利用其资源优势，加大对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重庆、四川、陕西应

发挥引领新能源、环保等高科技产品向周边地区溢出和辐射的作用。 

第二，推动创新驱动型高质量工业化。由上文分析可知，经济子系统滞后于其他子系统是西部地区协调度较低的主要原因，

加强创新驱动型高质量工业化对提升耦合协调度具有紧迫性和前瞻性。首先，应加快新型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在传统工业化基

础设施的基础上叠加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等要求。其次，西部地区自主创新能力与沿海城市、特大城市等还有一定差距，因

此，应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 

第三，强化区域协同合作，提高系统发展效益。由空间相关性分析可知，西部地区 PSEE 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分

布差异，因此，地区之间应根据自身特色强化区域协同合作。对于高—高集聚地区的陕西、四川、云南等地，应带动周边地区协

调发展，向周边地区转移人力资源和生产技术；低—低集聚地区的新疆、宁夏、甘肃和青海，应利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政策红

利机遇，加快经济发展，吸纳人才与承接产业转移；贵州、广西等地的优势在于第三产业比重较大，产业结构合理，通过努力建

设现代服务业将大有可为；高—低集聚地区的重庆、内蒙古，应加强与周边地区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构建共建共治发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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